北高兩都會區公車制度之演變
－歷史制度論分析

蔡育軒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摘要

本文試圖從歷制度主義的觀點，探討台北市與高雄市以及後續發展成之都會區，自1949年以來的公車營運制度。由於台灣特殊的歷史脈絡，在威權時期學者將公車運輸視為國民黨恩庇侍從主義下的產物，並且中央政府對於公車制度沒有明確的政策規範，以致於每個城市有著不同的公車制度。而隨著台灣政治民主化的腳步，地方政府的權限也相對提升，並且在城市治理上有更多元化的發展。其中台北市與高雄市兩個都會區，在原先分別擁有公營之公車單位，然而經過不同階段的發展，目前卻呈現出台北市完全民營，而高雄市則維持有公營之公車處，並將部分路線委託民間客運公司經營。為何會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本文將透過歷史發展的軌跡，深入探析之，並且提供台灣其他城市發展的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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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十世紀末期，西方國家在地方政府之管理上產生重大的變化，區域性方面，由於歐盟的因素，使得許多歐洲國家地方政府與國際組織有跨層次的互動與接觸，並且對於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在法國與英國方面，也隨著世局的轉變，在地方分權上也產生轉型。不僅如此，在英國柴契爾首相與美國雷根總統自由主義政策的推動下，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上，也有所轉變。以往不是由公共部門直接提供就是私人企業經營的明顯劃分模式，現今某些公共服務之提供，有政府主導而經公私部門或者第三部門共同提供之模式，或者形成網絡模式來經營。此其中除了地方分權、全球化關係之外，另一方面則是政府財政的失衡，造成公共部門無法獨自提供公共服務給民眾。
同樣的，在台灣地方政治也產生某些變化。自1950年起，台灣即實施地方自治，只不過是處於威權體制下的環境。然而，地方性的選舉畢竟提供台灣政治人物舞台，加以外在環境時空之轉變，對於地方政治的關懷日益遽增。1990年代起，台灣由公部門自上而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以及政治本土化等運動；民間社會則是由下而上的發起草根性參與、民主程序、地方抗爭運動以及縣市鄉鎮的官學民合作發展地方特色，促使地方政治發展議題受到高度的重視（倪炎元，1995；趙永茂，2007）。更藉由民主選舉的過程達到地方政府輪替之結構變遷，形塑地方特色經營發展以及選戰中的「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運用下，提升地方議題在政治領域中的地位（趙永茂，2007）。但是在這民主化之潮流下，地方居民對於地方公共服務品質的要求也相對提高，直接反應的層面就是民主的主要體現－選票。然而，在台灣，也由於民主化的腳步，造成各項社會福利的逐步增加，相對的各項稅收也相對減少之下，政府財政面臨拮据。所造成的是地方政府無法因應居民的需求獨力提供適當的公共服務，而此類公共服務又非任意企業可以恣意提供的。因此，必須在公私部門之間形成一個提供此類公共服務的網絡平臺，以為地方居民所使用。換言之，地方政府在處理地方公共事務上，也走向地方治理的腳步。
隨著台灣的地方政府職權之轉變，導致地方治理之轉型，同樣的也促使地方公共服務型態之轉變，包括市區公車管理在內，也產生不同的變化。2004年起，台北市公車處民營化，成立大都會客運公司，自此台北市市區公車服務正式邁向全面民營；2005年11月1日起，高雄市公車處在不堪長期虧損下，委託「高雄客運」代駛機場幹線、37路、81路等三條路線。全面民營以及路線委託經營這兩項不同的治理模式，分別出現於台北市與高雄市大都市的市區公車服務上。然而，探究台北市與高雄市兩都市原本都是在各自的市政府內，轄設公車處（高雄市另與渡輪船務合併經營），卻為何會出現兩個不同類型的發展模式？
本文藉由歷史制度論的觀點出發，探討北高兩城市以及後續發展成為都會區之過程中，公車制度之演變，進而探討其中之發展面貌。在以下第二部分，先簡單介紹歷史制度論與本文之分析觀點；與本文之分析觀點；接續於第三、第四與第五部分分別探討北高兩都市公車制度之形成、轉變與維續以及目前之現狀；最後提出本文的結論。
貳、歷史制度主義分析架構

對於新制度主義理論的分類，大多數學者沿用Peter A. Hall和Rosemary C. R. Taylor(1996)之分類，將新制度主義分為「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以及「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此其中之區別在於「制度」與個體及環境結構之間的相對關係。社會學制度主義強調制度受制於社會文化結構，個體作為毫無選擇自由機會；歷史制度主義則是認為制度與個體之間是相互影響的相對關係(Koelble,1995)。
就歷史制度論者而言，人類行為是理性或具目的性，個人會尋求既有的例規，或相似的行為模式以達成其目的；亦將個人視為滿意而非追求最大利益者，行動路徑的選擇是依循既有情境的詮釋，而非純粹工具理性的計算；且制度提供詮釋的準則、行動的道德以及認知的圭臬，個人被視為是鑲嵌於制度的個體，包括提供作為情境與自我之間的互動，以及詮釋行動過程的符號、文字與例規；再者，制度並非提供策略性效率的資訊，而是影響認同、自我意向與行動者的偏好（March & Olson, 1984）。換言之，歷史主義制度論一方面主張人的工具主義，另一方面又主張制度影響著人的偏好與認同。
至於，歷史制度主義中的制度，包括政治領域的正式規則、溝通管道、語言符號及特定策略情境的運作邏輯，就如同過濾器（filters）一般，對於政治行動者極力達成的目標或達到目標所運用的各種途徑，進行選擇性的詮釋與解釋（Immergut, 1998: 20）。Hall & Taylor（1996）更指出歷史制度主義的四個特徵，以相對廣義的角度界定制度與個人間的相互關係；強調權力在制度運作與產生過程中的不對等性；運用路徑依循與偶發結果來分析制度之建立與發展；注視制度外因素如何與制度共同產出特定的政治結果。其中有關「制度與個人行為之關係」及「制度如何影響個人行為」上，融合理性選擇學派的「計算途徑」（the calculus approach） 與社會學派的「文化途徑」（the culture approach）（Hall & Taylor, 1996: 947），重視歷史發展的過程，將社會現象因果關係之連結視為制度建構的歷史軌跡，是制度建構所依循的途徑，稱之為「路徑依循」(path-dependent)。將行動者視為是有限理性的行為者，不同的制度結構會設定不同的政治及政策的遊戲規則，這些制度規則會提供政治行為者不同的權力資源與利益等誘因，以形塑行為者的偏好（preference）與目標（goal），並做出不同的決策選擇（Steinmo & Tolbert, 1998: 168）。
在歷史制度主義中，制度建構是一次次路徑選擇的過程，行動者在上一個時間點所選擇之路徑，會因為既有的制度與環境條件之制約，排除或限制它在下個時間點上路徑的選擇範圍上，至於當前的制度則是循著各政治菁英在每個轉折點的選擇結果。換言之，制度改革與政策的形成會受到過去政策遺緒（policy legacy）或制度建立時之初始條件（initiative condition）的影響，使得制度與政策的演變被鎖定在特定的方向，無法形成較強烈的重大變遷。進言之，歷史制度主義對於制度的變遷傾向於來自平衡被干擾或打破後所造成的。而這與環境有關。也就是環境變化導致制度變遷。並且這變遷是漸進的，是在既有的制度上所引發的創意與變遷，而不是全面的、理性的設計制度。換言之，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歷史是克服人類理性侷限性的一個主要途徑，以歷史為手段，從各國歷史發展和比較的過程中，探討制度變遷的不同過程，尋求在穩定的制度安排下，政策變化的根源，以及政治制度與政治觀念的互動作用，進而解釋在特定制度侷限下觀念變革如何導致政策變化。除此之外，就制度變遷的觀點，歷史制度主義主要關注於宏觀或中層觀點的制度起源與變遷上，主要的核心就是路徑依循之概念，也正是側重於既有制度對於新制度的影響。
參、兩都會區公車制度之起源
一、台北市公共汽車管理處之成立
1945年台灣光復，台北市政府接收市內公共汽車，將公共汽車、自來水、瓦斯三大事業合組為台北市公用事業處，1952年正式成立公共汽車管理處，由公部門專責的單位來營運，對於此此單位之成立由來，前述已經提及，可以追朔至日據時代。在1912年9月18日，台北市民高松氏取得自動車以及出租自動車營業許可，並且在1913年以兩輛福特汽車行駛於台北市與市郊之間，此乃是台北市，甚至台灣最早的巴士營業。至於較具完整的巴士經營規模，則是在1919年「台灣自動車株式會社」之成立。而如同前述的，1925年因為經營不善，轉賣給經營「大新自動車株式會社」的高地龍。高地龍將之更名為「台北自動株式會社」，並且向台北市政府登記營業年限為20年。後來日本政府假借公益之名將高地龍所經營的「台北自動車株式會社」收歸公有，並決定市內公共汽車不得民營，且於市政府內設立自動車課，掌理公車業務。統計自昭和5年（1930年）起，台北市有35輛公車營運，路線計有9條；昭和10年（1935年）車輛增至65輛，營業路線則增至13條；直至昭和15年（1939年）營業路線總計有14條，而這也正是日據時代的高峰，此後由於二次大戰的吃緊，燃料匱乏，車輛之修補更是不易，車輛數遂急遽縮減，連帶營業路線也更形短少。
1945年台北市政府接收市區公車業務，其中既有的56輛逾齡公車，而勉強行駛者僅有4輛，經由全體員工將舊車整併，始拼湊出13輛公車行駛，以維持市區交通；同年10月25日光復節，更進一歩整修15輛公車加入營運，此些公車在光復初期承擔台北市市區交通的重任。並於1946年4月1日將市區公車業務，連同自來水、瓦斯等事業合組成「台北市公用事業處」。在由公共事業管理處轄下設立總務課、自來水課、汽車課、以及營業課，其中汽車課負責掌管台北市公共汽車業務與設計改善事項，營業課負責掌理公共汽車車票業務（林玫，1977：33）。可以想見的，此時正因為光復之初民生凋敝，百廢待舉，台北市政府也無暇關注公車問題。遂將公車業務與自來水與瓦斯服務性質之事業，同組成一個組織體來負責。卻已經將公車業務視為服務性質之公用事業，也因為有公共服務性質，更要顧及市民負擔，因此採取低票價政策，而這也正是日後公車處捉襟見肘之因。
1949年中央政府播遷來台，跟隨而來的是龐大的大陸同胞，台北市人口數由1948年之37萬9400人增加至1949年之48萬4312人。1952年7月10日，台北市政府改組公用事業處，正式成立「台北市公共汽車管理處」，自始台北市公車業務由專責之單位負責。這正是光復後，台北市公共汽車獨立單位公營之開始。因此，歸結台北市公車處之成立，可以推演至日據時代收歸公營的手段，以致於光復後，台北市政府雖然在百般的難處下，也還能夠就接收下來的車輛整併出可供市民乘坐之公共交通工具。
二、高雄市公共車船管理處之成立
1945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於當年11月指派連謀擔任第一任高雄市長，直至1946年7月由黃仲圖接任，黃仲圖擔任至1947年8月再由黃強接任，黃強則又擔任至1949年5月由劉翔接任，劉翔又擔任至1950年8月由陳保泰接任直至台灣實施地方自治，第一屆民選高雄市長產生。在此短短6年不到，高雄市已經換了5任市長，而且主要都是由國民黨派任的大陸人士。
可以想見此時的高雄市政無法有很大的擘畫以及施政藍圖，主要的是沿襲日據時代的制度與政策規劃。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高雄市政府接收原日據時代之業務，其中由交通課接收「高雄州市役所交通科」之交通業務，恢復公車與渡船之營運；1946年又接收「自動車工作株式會社」以及「自動車講習所」（現在位於五福三路車管處之舊址）之房屋與場地作為車庫與修配廠；同年4月1日撤銷交通課成立「高雄市政府公共車船管理處」，1952年11月台灣省核定，擴大編制，更名為「高雄市公共車船管理處」（謝爾修，1959：4-16；曾玉昆，1988：899；吳欽杉，1990：7）。
其實，高雄市公共車船管理處之由來，如同台北市一般，可追溯到從日治時代。1927年（昭和2年），日本人以民營方式成立「共榮自動車株式會社」，
獨資購買2輛客車經營之。主要營運路線為鼓山輪渡場至鹽埕區五福四路間，車票則採隨車售票方式；1942年
高雄州市役所將公車收歸國有，由交通課主其事，車輛數為42輛，營運路線為7條（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199：1-2）。
後來由於1940年美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二次大戰期間，所有車輛皆由日軍所徵用，公車客運業務於是停頓。
1968年起，高雄市小客車、機車等自用車輛開始極速增加，也正是台灣由農業邁入工業之經濟發展型態之轉型期。換言之，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自用交通工具出現顯著的成長，尤其是機車的數量。
然而，高雄市之大眾運輸系統卻未如私人運輸工具一般成長，在1981年止，高雄市每輛公車服務市民數為3476人，遠遠高於台北市的913人。也正是高雄市政府的未予以重視大眾運輸之重要性，才會造成種種的都市交通問題。
肆、兩都會區公車制度之改變
一、公民營分區經營與公車聯營坤源

從1952年公車處成立志1968年間，台北市供出營運之制度結構並無重大調整，直至1968年為了因應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在考量原有公車處無法乘載日益眾多之乘客，遂開放民營業者加入。然而，其過程卻是充滿著中央政府著力的痕跡。
在1969年，台北市人口正式超越一百萬人，並且併入鄰近台北縣六鄉鎮，升格為院轄市，人口達156萬人，當時卻僅有607輛市公車，服務51條路線，所營業的里程數達267.4 公里。在搭乘人口激增的情況下，市公共汽車無法滿足台北市民之需求。因此為了改善台北市大眾交通，1967年11月中國國民黨第九屆第五次中央委員會議決議：「大量增加公車，淘汰落伍交通工具，研究局部開放民營」。1968年4月4日行政院通過「台北市區公共汽車申請民營辦法」，
並且提出三項要件作為民營業者申請經營之依據，分別是（一）必須提出投資新購一百輛新車的確實證明；（二）必須取得一塊面積足夠、有產權的空地，做為停車場之用；（三）停車場必須附帶車輛維護修理工廠（黃富三，2001：34）； 5月10日市政府核定欣欣、大有、江南(後來改名為大南)、光華等四家民營公司加入市區公車之營運。此時採取公民營分區經營模式，欣欣客運行駛台北市區、大南與光華行駛北區、大有公司行駛東區。除此之外，台灣省轄下借道行駛的公路客運如中興巴士、指南客運、三重客運以及台北客運等民營客運公司也分擔了某些運載的業務，促使台北市的客運運輸得以紓解。
從以上的決策過程來探討，我們可以發現台北市公車制度的開放，是經由中國國民黨以及中央政府所提出後，再交由台北市政府做細部之研議執行。這非常符合威權時期地方政府的角色以及與中央政府之互動。換言之，該時期的地方治理，某種程度是經由中央政府的指導與介入，方能夠策劃與執行。也正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是處於一種不對等的關係下，而產生的政策。
進一步深入了解，我們可以發現這四家民營公司各有來頭。欣欣客運，1969年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後，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響應政府號召，成立欣欣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其中資金組成，除了退輔會外，還有裕隆公司及榮僑投資公司，而榮僑投資公司更是退輔會轉投資之公司；其次是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大南汽車，主要經營台北聯營公車，一九六九年由裕隆集團集資成立。
開放民營之初，台北市政府為了讓各民營公車業者都能夠獲得公平且合理的利潤，並且避免造成惡性競爭的態勢，以期能達到對於台北市大眾運輸的正面發展。因此，將各民營客運公司依據申請營業之地址作為依據，將全台北市分為東、西、南、北四區，分別營運之。每家公司只能夠在核准區域內行駛，不可以跨區營運。
如此作法所造成的弊端：1.每個民營公司車票皆不相同，若要轉乘其他公司公車，需要再另外購買，相當不方便；2.各客運公司站牌規格與設置間距不一致，造成過分密集之窘狀；3.也因為分區營運，造成路線的規劃上無法做全盤性的考量，許多路線重複過多。並且爲了爭取客源，遂將路線集中於市中心區域，以致於在西門與圓環一帶交通秩序極為混亂，反之在乘客人數較少的區域上，客運公司又不願意設置路線；4.最後由於分區經營，沒有跨區路線之行駛，乘客必須分段搭乘，方可以到達位於另一區之目的地，更是造成市民之不便。
換言之，在開放民營客運公司的政策下，又想避免造成彼此間惡性競爭的立意下，設計了分區經營的構想，卻因為無法考量到民眾運用此項交通工具之便利性。反而因為分區經營，造成不便。況且，由於台北市的蓬勃發展，帶動了與週遭市鎮的互動關係，大眾運輸的需求更是迫切，更是突顯分區經營的失當。為此，台北市政府思索增進對於市區公車的不足以及加強省市間交通之聯繫，因而有「公車聯營」此作為之產生。
在1976年台北市人口達210萬人，市營公車與四家民營業者之市內公車，已經無法滿足台北市民的需求了；並且台北市原本各客運公司各有不相容的車票，造成市民的不便，而且也分區經營，無法達到最方便於民的效果，再者，長期以來的低票價政策，也致使客運業者無法改善服務品質，增購新車。1972年台北市成立交通局，有鑑於上述開放分區民營以及票種不一的狀況，提出解決之道。卻由於民營公司尚對於聯營事宜不表興趣，因而將重點置於統一各公司的票證上。
推動此項政策，時任台北市長的林洋港回憶說：
（當時）市民經常反應，黃金路線每個公司都拼命去爭取，偏僻的路線卻都沒有公司願意行駛；同時，路線又複雜，從家裡出發到達目的地，需要經過好幾家不同營運權所屬的公車路線，因此要買很多車票，非常不方便。
為此，於同年4月30日由台北市政府邀集原先經營市區公車之民營公車業者，以及行經台北市之公路公車業者共同會商， 以進一歩推展聯營公車計劃。1976年7月3日在林洋港市長之指示下，邀集市公車處、欣欣、大南、光華、指南、大有、中興、三重市公車、三重客運、以及台北客運等公民營公車負責人，組成「台北市公民營公車聯營籌備委員會」，共同訂定聯營原則與細節事項。同時也請多位專家學者擔任籌備會顧問，提供籌備公車聯營意見；同年10月底完成籌備工作，並且由十家公車業者簽定聯營契約書，成立「聯營管理委員會」以及「聯營管理中心」。其中「聯營管理委員會」係由各參加聯營業者之法定代理人或者指派代表組成之，以作為「聯營決策機構」。至於「聯營管理中心」則是聯營業務執行單位，是「聯營管理委員會」之下設單位，由參加聯營業者依據參加聯營車輛比例派遣人員，負責實際作業事宜。
民營業者加入以及聯營制度的實施，對於公車服務之數量以及路線產生及大的影響。在1952年公車處成立時，營業車輛189輛，路線只有21條；1969年民營業者加入，營業車輛增至1321輛，營業路線增至90條；1977年聯營的開始，營業車輛達到2076輛，營業路線更倍增至175條。可見的民營業者的加入，對於台北市公車運輸的挹注非常的明顯。
二、高雄縣市公車聯營
高雄市南、北以及東方與高雄縣鳳山市、林園、大寮、鳥松、仁武、大社、燕巢、梓官、橋頭等鄉鎮市相鄰，而此些鄉鎮市也就成為高雄市之郊區，與高雄市有著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然而，不同於台北縣有近10家公民營單位的客運業者，每天提供數萬班次的公車服務。高雄縣只有高雄客運一家業者，連同高雄市公車處以及台灣汽車客運公司，高雄都會區僅有三家客運業者提供此交通服務。其中高雄市公車又只能行駛至高雄市界，真正能夠跨越高雄縣市的只有高雄客運與台汽公司，其中台汽公司主要是以經營長途客運為主，在此時高雄客運這家高雄縣唯一的客運公司，也正是高雄縣民進出高雄市的主要交通工具，因為這家公司是向台灣省政府登記的公路客運。
然而，根據高雄市政府建設局的統計，高雄客運經高雄市政府核准得行駛高雄市區共有50條路線，其中15條處於停駛狀態，真正行駛的只有35條路線。而此35條路線中，又有23條為鳳山市到苓雅與前鎮兩區；並且35條路線中又以穿越市中心為主要的行駛狀態；並且多數與高雄市公車重疊。因此對於連結大高雄區的大眾運輸交通上，並無多大的助益，更重要的是，無法帶給高雄縣鄰近高雄市之鄉鎮市民帶來便利。換言之，就是大眾運輸交通不普及不便捷。
因此在1982年時，高雄縣之鳳山、林園、五甲、大社、仁武、梓官等鄉鎮市，即希望高雄市公車可以行駛置該地區，而分別透過高雄縣政府像高雄市建設局進行交涉。不僅是地方民眾的提出需求，交通部運輸委員會也提出規劃高雄大都會區之公車運輸方案。
然而，高雄市是院轄市，直屬行政院，行政位階上比之高雄縣較高一級。因此，此議題必須由高雄縣轉呈台灣省政府處理。在1982年八月時，高雄市政府建設局與台灣省交通處協商，朝發展高雄縣市交界之公車路網進行，並且規劃4條路線。高雄市政府建設局則擬定於1983年7月8日省市首長會報中提出討論裁決。後來則因為高雄客運的抗議，高雄市政府打退堂鼓撤案。
然而，1983年高雄縣議會提案要求高雄縣政府再一次正式行文高雄市政府，主動請高雄市公車延長行駛路線至高雄縣之鳳山、橋頭、大寮、林園等鄉鎮市，並且於1983年8月10日自行提出行駛。更重要的是，於1983年8月24日，高雄市政府以及轄下公共車船管理處與建設局、高雄縣議會、高雄監理所、台灣省公路局第三區工程處第一工務所、高雄客運公司等相關單位，針對上述高雄縣之鄉鎮市所提出之公車路線行駛議題進行協調，並得出兩項結論，1.高雄市公車處同意行駛高雄縣；2.則是對於高雄客運所可能遭受影響之路權問題，再行研議協商。顯然的，高雄客運對於高雄市公車處行駛相鄰之鄉鎮市，將影響之路權問題，成為最主要的關鍵所在。
那為何高雄客運有這般實力與能耐可以抵擋住高雄縣民的要求，促使高雄市政府屈就於高雄客運的意見？這必須從高雄客運與跟高雄市地方派系間的關聯性了解。高雄客運創設於日治時期，1941年6月30日，當時是由八家自動車株式會社，合併為高雄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社址設於今日之高雄市，因此也跟高雄市有些淵源。二次戰後後，高雄客運依照公司法規定，再度重新組織，定名為「高雄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改設高雄縣鳳山市。
依據學者陳明通依據「區域性聯合獨佔經濟事業」公司之董監事名單所做整理，得到與台灣各地方派系之相關聯性，其中高雄客運與台南派是有關係。
那麼，就可以推論高雄客運對於此議題的阻擋有其管道與空間。對於台南派在高雄市的政治實力，可以有兩個面向來分析之。首先在高雄市議會議員人數比例上，自第一屆議員中台南派有12人，佔議員人數的28.5％；第二屆則有15位台南派議員，佔議員人數的35.7％；第三屆更高達17位，佔議員人數的40％。

其次，由於高雄市地方派系對於國民黨在選舉動員上的影響力，因此提名時對於或者規劃施政方向時，要特別注意地方派系的觀點。其中，曾任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的黃鏡峰就說過，高雄市任何選舉都要考慮台南同鄉的候選人。
也難怪，根據研究，
台南派在高雄市之里長中佔大多數，甚至在各級民代以及市政府一級主管中，不是台南派就是跟台南派交好，換言之台南派掌握不少資源，此時此刻儼然成為高雄市第一大派系，國民黨提名要尊重台南派的意見，市政府決策也必然重視台南派的看法了。
最後高雄客運為了高雄市公車跨省（縣）市行駛所牽涉的路權問題，於1983年10月去函台灣省交通處與交通部，表達對於路權將受到影響之問題。後來，在同年11月17日，台灣省交通處邀請台灣省與高雄市有關單位及高雄縣政府與高雄客運共同協調，得出「高鳳一與高鳳二線聯營路線」之規劃。而這也正是高雄縣市公車聯營。
伍、兩都會區公車制度之現況

一、台北市全面民營
1988年，許水德市長任內，台北市政府為了改善台北市公車處之虧損問題，而改變經營型態就是關鍵問題，於是在2月由台北市政府秘書長出任「台北市公車處改組公司籌備小組」，並且於1989年4月12日吳伯雄市長任內，再成立「大台北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以台汽客運公司為轉型對象，成立公營之客運公司。不僅是台北市政府有所措施，台北市議會亦因為公車處年年虧損，也在1991年審議1992年度台北市公車處預算時，提出但書『該處務必於兩年內改組為公（民）營公司組織，否則本會兩年後不再審議該處附屬單位預算，惟票價仍應送議會審議。』

然而就在以轉型為公營公司為方向之時，1993年6月22日卻發生民營公車罷駛事件，影響到台北市民行的權益以及造成不便，台北市政府於是進一步重新審思是否要繼續維持公營運輸能力，以便防範於日後民營業者有再次罷駛狀況時，可以因應之；另一方面，台汽客運公司營運不善造成虧損，則造成市議員對於公司化的疑慮。因此乃於1993年台北市議會第六屆第一次臨時會第一次會議中，就台北市公車處改組公司一案進行討論，結果贊成維持現況者佔大多數；1994年1月19日第六屆第廿七次臨時會第三次會議中決議，將台北市政府所擬之改組案退回。因此，1994年4月11日台北市政府裁撤「大台北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可是，台北市公車處的虧損持續擴大，台北市議會不得不正視此問題。遂於1995年7月第七屆第六次臨時會第十次會議審查台北市公車處預算時提出但書，「公車處營運虧損年年上升（今年預估超過10億5千萬），為提高營運績效，請台北市政府儘速依本會審議1992年度台北市公車處預算所做但書（如前述）辦理，並將計畫送本會備查，否則兩年後本會絕不再審議台北市公車處預算。」為此，台北市政府又一次對於公司化進行研究，卻發現民股籌措不易，而公車處本身之人事制度以及管理規章僵化，乃針對於此向台北市議會提出以六個月研議具體可行之方案，經台北市議會同意。
1998年起台北市捷運路網陸續通車，直接衝擊台北市公車市場。其中台北市公車處之運量由1998年的每天55萬人次驟降至2002年的34萬6千人次。而相對的捷運每天運量則是從1998年的16萬7千人次大幅成長到2002年的87萬2千人次。很顯然的，捷運已經成為台北市民主要的大眾運輸工具，此時公車之角色則必須配合捷運系統與路網，在經營的形態與方向上修正調整。那麼捷運公司與台北公車處兩個台北市政府內的大眾運輸單位，進行整併可以是一個方案。
因此，1998年馬英九擔任市長時，時任交通局長的曹壽民
主張將台北市公車處與捷運公司整合，並且進行民營化，如此將提昇大眾運輸使用率到50％。更將此構想委託台灣綜合研究院進行「台北市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與台北市公車處經營整合之規劃」。然而，由於當時捷運局的營運成長快速，相較之下，虧損累累的公車處則是處於劣勢。因此，此項研究過程，針對於公車處以及捷運公司員工進行調查，結果對於兩單位之整併出現兩極化的現象。台北市公車處有高達八成的員工表示支持，相對的捷運公司員工則只有不到一成的員工支持整併案。如此一來，雖然是促進大眾運輸整合的良善方案，卻在兩個單位盈虧差距極大的情況下，影響到兩單位員工的態度差異，而造成整合的失敗。
台北市公車處分別於1996年以及2002年進行專案精簡。1996年乃是台北市公車處配合台北市推廣儲值卡，因此藉此進行人員精簡，訂定「台北市公車處專案精簡職工處理要點」，由行政院核定自1996年7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之實施期間內，僅僅資遣22名業務工，對於公車處並無太大助益。
然而，台北市公車處虧損之問題必須要面對，業務減縮以及人士精簡則是直接反應在人事費用成本上。據此，2002年台北市公車處依據行政院「事業機構專案精簡（裁減）要點處理原則」制定「台北市公車處專案精簡要點」。此要點主要規定為一、離退人員之優惠方案，需要精簡現有人員100人以上時，方得實現；二、精簡之員額不再進行遞補或進用；三、配合編列年度預算時予以減列員額；四、實施期限自2002年5月1日至2002年10月31日止。
2002年此次專案精簡，共計有25名職員、43名司機、101名技工、24名業務工，總計有193人申請辦理。經由此次專案精簡、路線釋出以及人員離退，台北市公車處營運規模由2001年10月底23個調度站、83條營運路線、983輛公車、3個車輛維修保養場2129個員工，縮減至2002年底的21個調度站、54條營運路線、924輛公車、2個車輛維修保養場1766個員工。
2001年8月接任的陳武正交通局長，在公營之台汽公司成功轉型為民營之國光公司之下，重新研擬公車處民營之方案。其實交通部原先就台汽公司民營之方向擬出「再生」、「民營化」、「停止營運」等方案。其中「停止營運」將立即影響到原本台汽公司員工之工作權，受到最大阻擾與反對，首先出局。而至於「再生」則是必須有企業接手，卻因為台汽公司已經虧損累累，恐無民間企業有意願。遂以「民營化」為最終選擇。至於台汽公司民營化的內涵，乃是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進行研擬，採站、車分離。換言之乃將台汽公司所有之土地資產與路線分離，由不同的公司分別擁有。車站部分由台汽公司繼續擁有，開放業者使用以收取租金；另外成立一家民營公司，承接車輛與路線之營運，而這家公司最後是由員工集資籌組。在此背景下，陳局長提出「新設民營公車公司」與「釋出台北市公車處路線」兩方案。
2001年11月7日台北市議會也進一步在第八屆第六次大會交通委員會提出「請交通局提供未來台北市公車處經營整合可行性之員工意願調查書面資料」之決議。卻因為公車處執行台北市議會決議案過程，沒有充分與公車處員工溝通說明，致使員工不安不滿而消極抵制此項調查。
然而經過前述事件後，2001年12月5日台北市議會交通委員會，通過「請交通局於92年（2003年）底公車處完成改組…」之決議，又該年12月25日通過「公車處營運業務民營化方案，請委託客觀專業之企業經營顧問機構，依照民營公司組織型態，進行營業計畫、財務規劃與投資效益分析等各項詳細規劃…」之決議。台北市公車處依據此決議委託「動能創意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後續公車處業務民營化推動與執行輔導，並且於2002年9月完成，自此公車處之民營化就此展開。
其中公司型態之組成是首要目標。由於先前中央政府辦理國營事業民營化，造成財團之介入，因此如何避免財團化，是一課題；在加以募股之順利也影響著公司成立的成敗，也成為另一課題。在經過多次會議討論後，決定總投資額為4億元，由員工集資2億4800萬元，台北市政府投資1億5200萬元，分別各佔62％與38％，而此38％之公股則由台北市政府以車輛作價提供。並且於公司成立第三年起，開始釋放公股，至第五年公股完全釋出，成為純然之民營公司。
至於新公司之營運規模，在場站數上分別是2個保養場及15個調度場，43條路線，636輛車輛，駕駛864人，修車技工101人，業務與管理209人，合計員工總人數為1170人。
在上述細節事項於2003年3月確立後，5月23日陳報台北市議會審查民營化執行計畫，6月底召開新公司員工溝通說明會並且完成員工認股與股款繳納，8月召開股東代表大會選任董監事，11月完成新公司登記，12月正是接替營運，自此大都會客運公司終於成立，台北市公車制度完全走向民營市場。
二、高雄市委託經營與規劃民營
1974年起，原本年年有盈餘的高雄市公車，由於石油價格的飆漲，促使通貨膨脹，連帶著的國際經濟的產生萎縮，而另一方面公車處員工又隨著軍公教人員日益調升，1975年起開始出現赤字。因為虧損致使服務水準無法提昇，終於連帶影響總乘客數，1977年全年載客數還有1億351萬50人，1978年起開始萎縮至9784萬6864人，1981年更降至7264萬1615人，與1977年相比足足少了三千萬人，自此不再如以往之乘車盛況。從此以後，乘客數減少，公車處虧損，服務品質低落，如此一直惡性循環下去。
當然除了人事成本的大幅增加外，也有許多因素造成高雄市民搭乘公車意願偏低的原因。首先是私人運輸工具，尤其是機車，使用率非常高。由於高雄市區氣候溫暖，道路寬廣，致使市民騎乘機車的比率非常高。另外，也由於高雄市數工業城市，工廠對於勞工之上班時間要求較為嚴格，騎乘機車上下班，對於勞工而言較為能夠控制時間，並且來去自如。況且，由於公車路線多數僅止於都會地帶，並且高雄市公車與高雄客運之車輛，都只能到達縣市交界，即便是高雄客運之中長途公車，也多數以穿越市中心商業區、行政區為主，如此一來，大眾運輸無法健全提供市民所需下，機車等私人運具也就日益氾濫。
其次，高雄市之地形乃屬於南北長條狀，中心點為商業區，而南北兩端則數工業區（南為小港、北為楠梓），公車涵蓋範圍無法完全符合服務水準，也引起市民抱怨。而且，工業城之型態，也造成上下班時尖峰時刻，交通打結，道路擁擠，公車服務根本無法達到勞工朋友的需求，私人運具相對提高；而上下班外，又為離峰時間，公車搭乘數又相對低落，也造成公車營運之虧損。
最後，由於路線配置不當、站位安排欠佳以及服務品質之運輸內容不佳，市民無法搭乘市公車作為進出高雄縣市之工具，甚或是路線過於冗長耗時，抑或是站牌招呼位置不理想，連帶影響到市民搭乘的意願，使得公車營運虧損累累。
根據監察院2003年對於高雄市公共車船管理處通過之糾正文指出，2001年止該單位已經虧損達105億餘元。其中也說明高雄市政府分別於1990年5月委託國立中山大學完成「高雄市公車開放民營可行性研究」，1991年7月委託國立成功大學完成「高雄市公車移轉民營可行性之研究」，並且獲致結論：該市公車移轉民營確實可行，並於1992年3月成立「高雄市公車移轉民營規劃委員會」。1992年6月再委託成功大學完成「高雄市公車移轉民營整體規劃之研究」，該報告建議採完全民營方式進行公車民營化工作，建設局於1992年9月完成「高雄市公車移轉民營規劃報告」，1993年2月完成「高雄市公車移轉民營實施方案」。
1993年9月高雄市政府修正完成「高雄市公車移轉民營實施方案（草案）」後，送交高雄市議會審議時，遭到高雄市議會否決，並且決議：「（一）退回。（二）建議事項：請市府建設局公共車船管理處積極強化自強方案功效，減少虧損。另考慮照顧本市中、低收入市民、上班族以及學童負擔，並提供市民行的便利，應以公車公營為宜。」高雄市政府辦理車船處移轉民營化作業至此即轉為『車船處自強方案』。很顯然的，高雄市議會站在公益、服務的角度來看待公車此一議題，不只以單純的盈虧來衡量。
只是公共車船管理處改善營運遲未見具體成效，仍年年巨額虧損。高雄市政府又於2000年間委外辦理「高雄市公共車船管理處財務評估報告」，該報告依然建議研究高雄市公車移轉民營方案之可行性，如此方能徹底解決公共車船管理處營運虧損問題，如尚有困難，可考慮將部分路線移轉民營，以逐漸減少車船處業務，逐步縮減營運虧損，減少市府財政包袱。
於是2001年高雄市政府依據「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七條規定，成立高雄市市區汽車客運審議會，並於同年1月18日公告，將公車路線釋出，讓民營公車加入營運，但於2002年12月底止，民營客運業者已申請獲准經營三條市區客運路線，惟礙於景氣低迷，業者提出營運意願不高。
2002年高雄市成立交通局，高雄市公共車船管理處脫離建設局改隸交通局，2004年7月26日高雄市公共車船管理處更名為「高雄市公共汽車管理處」，原所有公共、觀光渡輪的業務則另獨立公司為「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1月1日起，高雄市公車處委任高雄客運代駛機場幹線、37路、81路三條路線。2006年2月1日，因高雄市議會未通過2006年客運業接駛路線之補貼款預算，高雄客運結束代駛業務。2006年10月1日起，再度委託高雄客運代駛3路，16路，37路，81路，91路，機場幹線六條路線。2007年4月01日起，東南客運代駛3、16、37、53、81、91、機場幹線等七條路線。2008年10月29日，市公車91路釋出由南台灣客運行駛，發車標準比照原高雄市公車處時期辦理。自此，高雄市公車日漸規劃將公車路線釋出給民營業者營運，逐步縮減高雄市公車處營運之規模，進而減少公車處之組織營運與人事開支。 
陸、結論

從歷史制度論之制度變遷來分析，台北市從日治時代到戰後初期的公車制度，都由公部門獨自經營，起因於日治時代的市役所經營的緣故，連帶在戰後台北市政府成立後，繼續維持在政府部門中經營公車業務。然而，最大的改變在於開放民營公司之進入，此政策並非由台北市政府所主導，而是由中央政府與國民黨針對升格直轄市之後可能面臨的交通議題，進而主導開放民營公司成立並進入台北市公車市場。而此項變遷正如同路「路徑替代」之制度變遷模式所指出，由於結構性改變所導致之社會變動之下，所產生的制度性變遷，其間可以是透過政府權威所直接進行之制度改變。在台北市公車制度開放民營的例子上，可以充分說明此論點之依據。當然，也可以從後來「路徑依循」學派所說之「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下，所產生之「斷裂式變遷」（discontinuous change）。換言之，就是在原有的制度上，公車處之公車輛與路線，無法充分滿足市民之需求，此時只好透過民營客運公司來協助交通運輸事宜。並且，從這項重大制度選擇之轉變，可以明顯的看到，後續在台北市聯營制度以及最後公車處開放轉型民營等制度走向上，都是朝著由民營此精神而進行下去。因此，在此開放民營之後，台北市公車營運制度就依循著此一路徑演化下來，也是「路徑依循」的一種寫照。
至於高雄市公車制度之起源與演變。其中在起源部分，1945年二次戰後，高雄市政府接收原有日治時代高雄州市役所之公車業務，並於1946年成立「高雄市政府公共車船管理處」，1952年改組為「高雄市公共車船管理處」；1983年，由高雄市公共汽車與高雄縣之高雄客運，聯合行駛高雄縣市交接處之地區路段。不過，在高雄客運刻意杯葛下，其實聯營狀況並不理想；2005年起，為了減低公共汽車營運之虧損，高雄市政府委託高雄客運行駛三條市區公車路線，並且由2006年起陸續委託高雄客運、東南客運、南台灣客運等民營公車行駛高雄市區公車路線，並將逐步釋出營運路線給民營業者，減少公車處營運之規模，以減少公車處之開支與虧損作為未來既定之目標。從以上高雄市公車制度起源至演變的描述，當初高雄市公車也如同台北市，是沿襲日治時代市役所的產物。至於在1980年代，也就是升格直轄市後，高雄縣鄰近高雄市之鄉鎮市提出請高雄市公車能夠跨區經營，以達方便此些鄰近鄉鎮市之民眾交通運輸。由於這已經是連結到另一個環境制度的議題，並且也牽涉到另一個行動者的利益，所以無法單就高雄市本身之公車制度來看待。不過，若從制度變遷的理論性來思考，也由於高雄縣此一制度環境下之行動者高雄客運，無法滿足高雄縣縣民（尤其是鄰近高雄市之鄉鎮市）行之所需，進而請求高雄市公車處能夠跨區經營，以便捷此地區民眾進出高雄縣市。那麼也可以說是高雄縣民不滿意於高雄客運之服務，想要藉由高雄市公車處之服務，來提升方便性。而卻因此影響到高雄客運之既得利益，引起高雄客運之反彈。另一方面，高雄客運此一行動者也是高雄市地方派系之一，對於高雄市政府之作為也有其影響力，使得高雄市政府投鼠忌器，不敢大膽的跨出一步，與高雄縣做一跨域之治理，進而帶動兩縣市之間的大眾運輸使用率，提昇高雄市公車處之業績。由於這一制度選擇，可能也導致後續高雄市公車處在客源發展上的受限，影響到收支以及民眾後續使用大眾運輸工具之習性。
進一步細緻的從制度變遷的過程，看地方治理在兩都會區公車制度變遷上之運作，就台北市而言，在光復初期，雖然有公車之行駛，但是可以從中了解到，不管是中央政府或者台北市政府，對於公車之營運並不甚關心與注意。其中從將瓦斯、自來水與公車三大公共服務合組為公用事業管理處即可發現，而直至1952年才成立公車管理處。而後在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之時，由中國國民黨與行政院策劃推動民營公車之加入，以改善人口眾多下，公車處車輛不足之窘境。其中，更由行政院退輔會出面籌組欣欣客運以及由黨政良好之裕隆公司合組大南客運，這顯示台北市位於首都之角色與所受到之關注。而這項變化，也證明了在威權時期，台灣地方自治是處於一個監督型地方自治之態式。中央政府可以直接介入地方自治的範疇，甚或是指導地方政府應該有的自治作為。然而，由於避免惡性競爭之考量，所做的分區經營之模式，卻也造成市民搭乘之不便，終於導致後來聯營體制之實行。其中，林洋港市長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於他的堅持，促使公車處著手規劃聯營制度事宜。然而，也因為台北市民人口眾多，有足夠的人數搭乘公車，另一方面也由於台北市周遭之衛星城市如板橋、三重、新莊、永和、中和等城鎮人口也眾多，加以公路客運一起加入運輸行列，共同搭起省市間的區域運輸治理。最後，由於民營的加入，導致公車處逐漸趨向虧損終致台北市政府必須面對此一包袱。其中從將公車處公司化著手，乃至於局部精簡人事組織，最後由員工認股重組，並由台北市政府提供車輛，逐年依據比例朝完全民營前進。不過，在研議民營化過程，也凸顯了在民營公司罷駛時，公共服務之責任與客運營運獲利間的課題，而這也正是在探討公共服務民營化或市場化的同時，政治學界與公共行政學界都要審慎面對的。
另外，在1999年之後，台北市政府更設立「台北都會區聯營公車路線審議委員會」，除了原先已經納入台北市內之公車聯營之外，更進一步將台北縣市間的都會區公車聯營之服務加以制度化，以促進公車服務之健全發展。觀諸「台北都會區聯營公車路線審議委員會」設立之成員，涵蓋了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理處、台北市交通局長、台北縣建設（交通）局長、台北市交通局規劃室等單位主管以及台北市交通業管公車業務之科長等人，加之專家學者三人。主要任務除開宗明義在於路線之新闢、變更、或撤銷之研議外，還有對於其間票價、票証整合之事項進行研議。如果單純的從該委員會成員之組成，涵蓋了中央政府、兩個地方政府、以及學者專家等，其中又以台北縣市兩地方間，共同對於台北都會區內之公車營運路線，進行規劃、審議，更進一步實質上的達到區域治理的意涵。
最後，在大都會客運成立後，台北市公車市場正是走向全面民營化之後，整個市場結構也產生體質上的轉變。其是在捷運通車之後，公車市場受到極大的衝擊，已經產生肉弱強食的現象。雖說台北市公車聯營之公司有中興、光華、指南、欣和、淡水、基隆、台北、大都會、大有、福和、欣欣、大南、東南、新店、三重、首都等客運公司。然而，仔細研究可以發現，首都與三重兩家客運公司，同屬於李炳盛家族所有；中興、光華、指南、欣和以及淡水等客運，則是屬於淡水呂氏家族呂良宗所有，並稱為中興客運集團；至於欣欣與大南客運，則是以行政院退輔會為主要股東，公司高層多數為軍方將領轉任。因此，從此一現象來看，台北市公車制度在此演變之下，更是邁向自由市場的併購與淘汰。
至於高雄市，二次戰後由高雄市政府公車處獨自經營，此時正值戰後民間無力經營，而中央政府也兵荒馬亂之際，無暇從旁協助規劃地方之交通運輸，也因此由高雄市政府接收日治時期之公車業務，獨自經營。而後續在高雄市升格直轄市之時，中央政府並沒有如同台北市升格之時一般，介入或者協助高雄市政府規劃因應人口日趨增加以及行政區畫後，可能帶來的都市交通問題。顯現出中央政府與不同地方政府之間關係是有差別的，有所謂的重南輕北。但是若從另一角度來看，自從中央政府遷臺後，台北市的地位即變成首都的位置，進而成為「中央」的地位，而其他都市（包含高雄市）相對位置都成為「地方」的角色（吳光庭、王增榮，1994；李永展，1995：130）。換言之，自從中央政府遷臺後，台北市的地位就已經改變了，再加以台灣之中央與地方之關係，是一種中央集權的關係，那麼更加深化台北市與其他都市的相對位置關係。進而所表現在中央政府與台北市以及其他都市的差別時，台北市不論在稅收、補助、建設規劃上都被賦與更多的關注，當然遑論在公車制度的規劃上，也是如此。至於在對於高雄縣民的請求，將高雄市公車跨越高雄縣行駛之議題，但是而此一提議基本上已經將兩縣、市的區域（跨域）治理的概念給引導出來，至於進一步的形成政策，則需要地方政府雙方的協調研議。不過，更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高雄市乃升格為直轄市，位階與台灣省相同，因此高雄縣政府要將高雄縣民的訴求轉達給高雄市政府，還需要先呈到台灣省政府後，在由台灣省與高雄市之聯席會報提出討論，如此一來就地方治理來說，也是極大的不便與困擾。
只是，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上，伴隨而至的不只是選民對於自身的權利之爭取，反對黨也藉由選舉的議題將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爭取更多權力的訴求加進來，使得地方政府也爭取到更多的權力。那麼地方政府爭取到權力後，也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那麼在深化民主化後的地方政治，政治人物對於選民的權益與訴求，當然更加重視。
所以，即便在高雄市公車處嚴重虧損之下，高雄市政府研議將之民營化之時，市議員還是需要關心到另一層面弱勢族群的交通問題，而這也正是在地方治理上，如何拿捏公共服務委外經營後，還能夠兼顧到地方民眾的權益問題，不致於因為地方事務管理或服務方式的改變，造成民眾的不便。
高雄市民長期以來多半以自用交通工具解決「行」的問題，致使高雄市大眾運輸無法普及發達。此其中與歷來高雄市長將交通建設之重點置於改上公路系統上面，而在市政府守舊的經營模式與高雄市議會「盡責」的監督公車票價的調漲，連續15年未曾改變，導致高雄市公車之營運，在財務虧損與業務萎縮上惡性循環。又在提出轉型民營化時，再一次受到高雄市議會的監督與制衡。僅能退而求其次以開放部分公車路線由民營公司來經營。高雄市政府也正在研議公車處轉為民營公司之可行性。當然對於此議題之可行性，可以有省營之台灣汽車客運公司轉型為民營之國光客運公司，以及台北市公車處轉型為大都會客運公司兩個案例。然而，若以此兩案例而言，其中絕大部分乃是中央政府或者台北市政府相對認股一定比例，其餘在由公車處員工自行認股當公司之股東。而高雄市政府相較於台北市政府，在財政能力上，是否可以相提並論，能夠提供足夠的資金作為轉型民營公司之股份也值得商榷。而若是由私人企業單獨經營，則高雄市公車處如此大的虧損以及營運也未能獲利的情況下，不可能有私人企業會獨資承購高雄市公車處而經營之。
最後高雄市捷運於2008年開始通車，也連帶的對於高雄公車營運路線產生影響。最明顯的，莫過於高雄市公車處推出以兩條十字交叉的捷運線為中心，所規劃的168環狀公車。屆此公車之行駛，與捷運之運行相互搭配，進而促進高雄市大眾交通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由於2009年地方制度法修正通過，高雄縣市將合併成大高雄市之直轄市，因此2010年2月4日高雄市公車處已經為了啟動大高雄便捷網，提供未來大高雄市民的大眾運輸往來服務，率先開闢紅3、紅18、紅33這三條接駁公車延伸路線，透過「鳳山、鳥松、林園」三條公車路線的串聯，希望縮短縣市之間的距離，讓縣市的居民共享彼此資源，未來將進一步增加高雄縣各鄉鎮接駁公車路線，使現有24條接駁車增加至50條，達到鄉鄉有接駁車至捷運站之目標。顯然的，原先1980年代高雄縣市倡議實施公車聯營之構想，未來在縣市合一後，將可以有更大的空間來規劃運用。屆此在活絡大高雄區的大眾交通運輸系統上，將可以有更完善以及通盤的規劃。
Abstract

Taipei Government and Kaohsiung Government founded Bus Service Administration(公車處) since 1950’.  Now Taipei Bus Service Administration has reformed private company. But Kaohsiung Bus Service Administration just released some bus route to private companys. This paper will analysis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key：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bus institution、local faction、loc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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